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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与企业跨区域投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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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带来的城市营商环境的改善，本文研究其对地区投资

吸引力的提升作用，进一步探究背后的作用机制。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组织的“全

国文明城市”评选活动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后发现：（1）获选“全国文明城市”
对企业跨区域投资吸引力显著提升，体现在当地新设的企业子公司数量明显增加。（2）企业跨

区域投资布局的内在机理在于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后营商环境的改善，具体表现在交通基础

设施的完善、地方政府行政效率以及潜在劳动力素质的提高。（3）“全国文明城市”的投资吸引

效应在市场化程度以及创新创业活力更高的城市更为明显，同时“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加速了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并有效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本文研究丰富拓展了城市治理与

制度环境影响微观企业投资经营的经验证据，为完善“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制度以更好地推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新型城市化发展目标提供新的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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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快速提升，城市规模的扩张带来城市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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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变革。改革开放后中国用四十几年时间走过欧美国家两百多年的城市化发展路径，在遵

循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规律的条件下，我国探索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城市文明发

展与综合治理模式。城市治理水平作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企业投资布局的重要因素（叶宁华和张伯伟，

2017；胡国建等，2018；Hutzschenreuter和Harhoff，2020；侯松等，2022），构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内涵。当前我国的城市发展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会面临一定

的投资障碍，地方保护主义催生了地域之间的市场分割效应，这也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原因（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近年来，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下，中央与地方

政府合作，以文明城市创建为推手，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打造幸福宜居城市的同时也为企

业发展铺设了一个良好的投资成长环境，包括便捷的交通、优良的营商环境与充足的居民消费

力，从而提升企业前来投资的兴趣与信心。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良好的营

商环境会使地区投资率增加0.3%，提升GDP增长率达0.36%。作为目前能够反映我国城市整体

发展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全国文明城市”已经成为最具价值的城市品牌，有效吸引社会关

注的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竞争力与投资吸引力。自2005年第一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公布以来，

已有145个城市创建并获评“全国文明城市”，随着近年来中西部城市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文明

城市地图正由东向西扩展蔓延。

基于此，本文关注“全国文明城市”评选这一外生冲击事件，通过手工搜集全国文明城市与

整理企业新设子公司数据，检验“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跨区域投资布局以及区域经济结

构的具体影响。结果发现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吸引了更多异地企业通过在当地设立子公司的方

式进行投资。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全国文明城市具有的投资吸引效应缘于当地交通基础设

施的完善、政府部门行政效率以及潜在劳动人员素质的提高。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情境，丰富、拓展了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企业投资区位选

择时的理论内涵。已有研究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影响企业异地投资的相关因素，如市场分割

（曹春方等，2015）、高铁开通（马光荣等，2020）、社会网络等（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吴小节等，

2023），本文通过构建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从制度成本、市场成本、组织成本等角度深入剖析并

有效检验了中国城市治理层面的制度设计对企业组织决策的经济影响。第二，利用具有中国特

色的城市化实践经验有效解释了企业跨区域投资布局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证

据。虽然已有研究关注到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经济影响，但更多是从城市层面展开分析与讨

论，研究了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经济增长（龚锋等，2018；黄少安和周志鹏，2020；乔俊峰和

黄智琛，2020；刘哲和刘传明，2021；姚鹏等，2021；Li等，2022）、环境改善的积极影响（Li等，

2009；逯进等，2020；吴敏和黄玖立，2022；Chai等，2022；Shi等，2022），而对微观组织的影响层

面，主要集中在企业生产效率（石大千等，2019）、社会责任（Zhang等，2021；谌仁俊等，2021；王
雅莉等，2022；詹新宇和王一欢，2022）、经营成果（吴海民等，2015；郑文平和张冬洋，2016），鲜
有关注全国文明城市在地方招商引资时存在的城市品牌效应，本文通过研究全国文明城市对

企业跨区域投资布局与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有效补充了这一社会现象背后所揭示的理

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第三，为地方政府如何选择城市化发展路径，以及产业资本如何进行跨区

域流动提供了理论分析依据与经验启示。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与经济转轨时期，东部城市

正借助智慧经济时代的“新基建”淘汰落后产能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包含5G、

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以及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产业资本正在发挥关键性作用，而中西部城市

通过利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国家政策扶持红利开始探索自己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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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路径。因此不同区域在选择城市化路径时除了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外，更需要因势利导形成

区域协同发展的互动关系，引导产业资本形成合理有序流动与布局。

余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制度背景、理论推导与假设提出；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

分为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为进一步讨论；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统计数字，截至2021年末，我国城镇居民人口已达9亿1 452万人，占

总人口64.72%，城市化仍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城市规模、居民生活以及企业投资环境都面临向

高质量转变的迫切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8年至1992年，以“非农化”为主要特征，一方面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村劳动力推

动了乡镇企业的兴起（费孝通，1984），使得非农人口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区别于新中国成立之

初“重农轻商”的做法，改革开放后政府部门开始引进外资，冲击国内传统生产体系与产业类

型，提升了企业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的同时也在逐渐改善城市化发展水平。

第二阶段是1992年至2003年，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开始成为普遍共识，尤其是针对城市发展初期依赖较为粗放的招商引资、忽略包括文化发展、

生态环境维护与区域差异等问题。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决不能

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而“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的良好局面”。在此基础上，1997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成立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的通知》，决定成立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

建设方面的有关政策，总结推广交流先进经验，促进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升。2003年10月党的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缓解区域、城乡之间存在的

发展不平衡问题，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促进商品和各种

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
第三阶段是2003年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快推动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

业转移的步伐。与此同时，在中央宣传部的倡导下，2003年8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

发《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评选表彰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的暂行办

法》，规定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应当达到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党政机关廉洁高效以及教育水平

良好等指标在内的评价体系①，通过自愿申报、逐级推荐、提前公示、择优评选的程序在中国大

陆范围内的城市、村镇、单位中创建与评选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活动，旨在提高城市

化质量与水平，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05年10月，全国文明办公布了首批“全国文明

城市”名单，具体包括了厦门市、青岛市、大连市、宁波市、深圳市、包头市、中山市、烟台市在内

的8个地级市获此称号，此后每三年评选一次，并从第二届评选开始区分省会与副省级城市、地

级市、直辖市城区、县级市这四个等级，至2020年已开展六届评选活动，共145个城市获得了“全
国文明城市”称号，占我国现有城市的49.49%②。由此可见，无论从广度与深度来看，“全国文明

城市”评选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推

 ①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可参见《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试行）》（文明委〔2004〕7号）。
 ②因研究需要，这里所指的城市未统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台湾省的数据；根据民政部官网有关行政区划信息，截至

2020年12月，我国共有293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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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得到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

（二）理论推导与假设提出

2004年9月，中央文明委印发《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试行）》（文明委〔2004〕7号），就

测评体系的结构与内容进行说明，具体包含政务环境、人文环境、生活环境以及生态环境等评

价内容。结合企业投资所需的软硬件设施环境，本文基于企业成本收益框架从交通基础设施、

政府行政效率、劳动力素质等不同角度分析“全国文明城市”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具体路径，从

而说明企业前往全国文明城市进行投资的行为逻辑。

1.提升政府行政效率，降低企业制度成本

政府行政能力会直接影响企业承担的制度成本（夏杰长和刘诚，2017），廉洁高效的政务环

境通过发挥市场调节功能降低企业寻租动机、提高财务信息质量从而优化公司治理（王茂斌和

孔东民，2016），改善投资者信心（汪锋等，2018），同时经由政府部门协调各方长短期利益有助

于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姚洋，2009），这也是中国政府行政制度区别于西方的特殊优势。全

国文明城市的测评指标体系集中反映了我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核心目标，也是加强地方政

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其中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在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体

系中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依法行政”“政务公开”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来体现，并且通过反腐倡

廉、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压缩审批时限，减少审批事项，优化审批程序，以及推进政务公开信息

化，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建设等具体措施综合提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

位，改善地方营商环境促进地区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最终降低企业制度成本，增强企业

跨区域投资布局信心与能力。

2.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降低企业市场交易成本

作为参评全国文明城市的指标要求，城市的基础设施完善性不仅包括公共设施与公共交

通的发达程度，还体现在城市信息化、数字化平台建设程度，打造数智化政府、提升城市治理的

信息化、数字化程度正在成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提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

段，不仅有利于提升服务型政府行政效能，而且有利于政商之间以及产业内部信息交流畅通，

从而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形成区域规模经济，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逯进等，2021），最终

有利于降低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具体而言，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角度看，交

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能通过压缩时空距离，减少企业信息获取成本，有利于拓展企业上下游市场

空间（Bernard等，2019），降低未来生产经营风险。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

提升了信息传递效率，有利于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减少管理、技术、知识等生产要

素流动的空间壁垒，改善企业间要素资源配置状况，有助于资金短缺但生产力充足的行业企业

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流入，形成区域内产业聚集效应（李雪松和孙博文，2017；宣烨等，2019），
降低企业边际生产成本与投资风险。

3.改善劳动力素质，降低企业组织成本

“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改善劳动力综合素质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全国文明城市”评
选指标体系中明确要求地方增强人均教育经费支出，除有效提升居民文化教育水平外，对居民

诚信及普法教育也有具体指标体现。其二，通过便民服务设施的普及，以及城市绿化、街巷基础

设施与垃圾污水、噪音处理能力的提升，不仅降低了居民工作与生活成本，同时改善居民生活

体验过程中的幸福感与归属感，有利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与机会，吸引更多劳动力与高素质人

口流入（龚锋等，2018；姚鹏等，2021；陈家和等，2022；王雅莉等，2022）。本文在统计全国文明城

市与非全国文明城市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比例数据后发现（见图1），在2008年至2019年
间，流入全国文明城市的高学历人才比非全国文明城市更多，高素质人才往全国文明城市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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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较为明显，这与现有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全国文明城市的公共服务支出增加会

导致工作与生活环境的改善、就业机会增多，从而吸引流动人口与高素质人才往文明城市集聚

（陈家和等，2022；王雅莉等，2022），为当地企业提供高水平的人才市场（朱金鹤等，2021），有效

降低企业雇佣成本与培训支出，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周末等，2017）。因此，全国文明城市评

选带来的地区劳动力素质改善，成为影响企业投资布局时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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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8—2019年文明城市与非文明城市的高学历员工比值变化趋势①

 

4.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供企业收益保障

居民消费能力无疑是企业收益的来源与保障，从而构成企业区域投资布局的动力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评判“全国文明城市”能否入选的重要条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

在一定的客观性，也因此成为衡量地区文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目前在全国文明城市测评

体系中，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作为当地城市经

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关键性指标，综合反映了地区市场发达程度与居民消费能力，地方政

府在创建与参评“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势必需要努力提升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市场发展

水平，这也为企业跨区域投资布局与市场开拓提供了良好的参考依据与收益保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1：其他条件不变时，获评“全国文明城市”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前来设立子公司进行投资。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拟检验全国文明城市中上市公司子公司布局动机，这要求样本企业必须具有子公司

分布的数据，由于全国文明城市于2005年正式开始第一届的评选，此后每三年左右重新评选一

次，同时对前期已获得该荣誉的城市进行复查，通过全国文明城市复查的城市可继续保留荣誉

称号。迄今已完成六届评选共145个城市获此殊荣，考虑到我国新会计准则2007年正式实施可

能对研究需要控制的企业层面财务指标产生直接影响，以及第六届（2020年）评选结果缺乏企

业层面的相关研究数据，因此本文选择从第二届全国文明城市（2009年）至第五届（2017年）的

评选结果作为研究对象，并将第一届评选结果（2005年）纳入解释变量衡量范围。利用

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同时参考马光荣等（2020）剔除省直管县和直

辖市下辖地区入选“全国文明城市”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剔除了ST、*ST、PT企业以及金融保险

行业企业。

本文中全国文明城市数据手工整理自中国文明网②。上市公司子公司的数据处理如下：首

先根据CNRDS数据库中的“参控股公司列表”获取参控股公司的具体名称，进而与“参控股公

 ①具体计算方法为：全国文明城市所在地上市公司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数量除以非全国文明城市所在地上市公司中本科及以上学历
员工数量后的比值。

 ②中国文明网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主办，网址为：http://www.wenm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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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基本信息”合并初步获取参控股公司的地理数据并将参控股公司的地理位置规范为“某省

某市”的形式，对于无法通过与CNRDS中的“参控股公司的基本信息”获取地理信息的，通过搜

索“天眼查”或“百度”等方法获取。同时参考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的做法，为了减少历史投资

对分析的影响，本文以上市公司当年拥有而在上一年并不存在的子公司作为新设子公司来识别。

企业财务、公司治理相关的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数据、市级政府是

否设立行政审批局数据、高等院校与职业技术学校的在校生数量以及城市层面的专利申请量

等数据均来自CNRDS数据库。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参考王雅莉等（2022）、Shi等（2022），本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全国文明城市评选

对企业跨区域子公司设立的影响：

Crosubnumi, j,t = αi, j,t +β1Civilized j,t +β
∑

Controls + µi+λt + θ j+εi, j,t （1）

Civilized j,t

µi

λt θ j

其中，Crosubnumi,j,t 表示企业i在j城市t年新设子公司数量， 表示城市j是否在t年获评为

全国文明城市，若城市j在t年被评选为全国文明城市则在往后年份（包含t年）赋值为1，否则为

0。Civilizedj,t的回归系数β1反映了获评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前后对上市公司来此设立子公司投资

吸引力的净效应，根据研究假设，预期该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本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年

份固定效应（ ）以及城市固定效应（ ），并在城市层面进行聚类回归。

Controls表示可能影响企业跨区域投资决策的控制变量合集，具体包括了：公司规模

（Size）、资本结构（LEV）、盈利状况（ROA）、现金持有水平（FCF）、两职合一（DUAL）、第一大股

东持股比例（SHRCR1）、股权制衡度（SHRZ）、产权性质（SOE）、已上市年限（ListYears）、地区市

场化程度（Market）和城市经济发展状况（PERGDP）。为了排除同一省份中的产业政策、经济联

系等因素可能对企业新设子公司决策的影响，本文剔除了来自全国文明城市所在省份的企业

前来设立子公司的样本，同时为控制地理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干扰，本文进一步在模型（1）中
加入母子公司空间距离变量（DIST）进行控制。相关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1。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在城市新设子公司数量（Crosubnum）均值为

1.353，标准差为0.993。“城市—公司—年度”层面的样本中吸引企业通过设立子公司进行跨区

域投资的全国文明城市占总体样本的比例（Civilized）达56.6%，充分说明全国文明城市对企业

投资的吸引力。样本中企业的平均资产报酬率（ROA）为4.6%，资产负债率（LEV）为50.5%，经营

活动现金净流量占总资产比例为3.7%，样本中城市人均GDP水平（PERGDP）为67 507.91元/人①。

根据是否为全国文明城市进行均值差异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企业在全国文明城市中

设立子公司投资意愿（Crosubnum）更高、负债率（LEV）与经营性现金流占比（FCF）更低、管理

者权力（DUAL）相对更大、股权相对分散（SHRZ），同时从城市层面来看，全国文明城市经济发

展水平相对更好，市场化程度（Market）以及人均GDP水平（PERGDP）也更高。

（二）“全国文明城市”的投资吸引效应

表4是根据模型（1）回归的实证结果。利用多期DID检验入选全国文明城市是否增强对企

业新增投资的吸引程度，实证模型中的解释变量Civilized系数为0.05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城市入选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后当地新设子公司的数量（Crosubnum）显著增多，对企业

 ①计算过程为：e11.12=67 5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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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吸引程度明显提升。同时，由控制变量可知，管理者权力（DUAL）越集中、股权结构相对分

散（SHRZ）、距离越近（DIST）的上市公司在全国文明城市通过新设子公司的方式进行投资的意

愿越高，而“全国文明城市”经济越发达（PERGDP）对企业投资吸引力越高。

 

表 1    变量及定义

被解释变量
Crosubnumi,j,t 上市公司i在t年于城市j设立子公司数量

解释变量
Civilizedj,t 当城市j在t年成为“全国文明城市”时，该城市在t年及以后年份均赋值为1，否则为0

中介变量

CTRoadj,t 城市j在t年实有城市道路面积（单位：万平方米），取对数
CTBusj,t 城市j在t年实有公共汽（电）车营运车辆数（单位：辆），取对数
CTTaxij,t 城市j在t年实有出租汽车数（单位：辆），取对数

LaborEduj,t 城市j在t年拥有的高等学校与职业技术院校数量
Stunumj,t 城市j在t年普通高等学校和职业教育学校在校生数量，取对数

调节变量

Marketj,t 地区（省级）市场化指数，取自2016版樊纲指数
CityInnj,t 城市j过往三年专利申请数量，取对数

控制变量

Sizei,t 企业年末总资产规模，取对数
ROAi,t 企业总资产报酬率
LEVi,t 企业负债占总资产比重
FCFi,t 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占总资产比重

DUALi,t 企业总经理和董事长若为同一人赋值为1，否则为0
SHRCR1i,t 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SHRZi,t 企业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
SOEi,t 企业若为国有企业赋值为1，否则为0

ListYearsi,t 企业已上市年限
PERGDPj,t 城市经济状况，城市j人均GDP水平，取对数

DIST 母子公司所在城市间的空间距离（单位：公里），取对数
Firm 企业虚拟变量
Year 年份虚拟变量
City 城市虚拟变量

　　注：根据CSMAR数据库中有关城市经度与纬度数据，利用Stata 15.0计算两城市间的空间距离。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中值 最小值 最大值
Crosubnum 30 174 1.353 0.993 1.000 1.000 9.000

Civilized 30 174 0.566 0.496 1.000 0.000 1.000
Size 30 174 23.09 1.635 22.860 20.080 27.270
ROA 30 174 0.046 0.045 0.039 −0.112 0.198
LEV 30 174 0.505 0.206 0.518 0.072 0.883
FCF 30 174 0.037 0.072 0.036 −0.183 0.238

DUAL 30 174 0.268 0.443 0.000 0.000 1.000
SHRCR1 30 174 35.740 15.760 34.320 8.031 75.720

SHRZ 30 174 8.253 13.850 3.362 1.006 99.340
SOE 30 174 0.348 0.476 0.000 0.000 1.000

ListYears 30 174 9.464 7.209 8.000 0.000 25.000
DIST 30 174 6.758 0.682 6.909 3.889 8.255

Market 30 174 7.401 1.713 7.090 0.010 10.000
PERGDP 30 174 11.120 0.602 11.180 9.028 1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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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城市发展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

等多方面齐头并进的过程，宏观政策与文

化因素都会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因此

可能存在某些未观测到的噪音事件在“全
国文明城市”评选前发生，持续影响企业投

资决策行为导致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刚好

捕获该效应，从而使得本文实证检验过程

存在因时间趋势造成的模型设定偏误，故

而采用安慰剂检验的方式对本文主回归结

果进行稳健性测试，具体做法分以下两种展开。

（1）随机打乱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安慰剂检验。参考许年行和李哲（2016）、潘越等（2017）的
做法：首先，为各城市随机分配获评全国文明城市的资格，然后将随机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
号的城市与当地获得新设子公司数据指标采用模型（1）重复回归100次（和500次），结果发现解

释变量Civilize系数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的占比差异较小①。其中，随机抽样100次回归的系数

出现负值的频数为52次，出现正值48次，最小值为−0.049，最大值为0.047，均值趋于0（具体为

0.00086）。重复回归500次的系数出现负值的频数为278次，出现正值222次，最小值为−0.067，
最大值为0.053，均值同样趋近于0（具体为−0.002）。随机抽样回归结果表明本文构造的虚拟处

置效应不成立，城市对企业前来设立子公司的吸引效应确实受其所在城市获评“全国文明城

市”的正面影响，而非其他因素或噪音所导致的，本文结论稳健。

（2）虚假政策时间点的安慰剂检验。本文将历届“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时间向前平推一届，

即2011年第三届、2015年第四届、2017年第五届入选“全国文明城市”的时间分别回推至

2009年、2011年与2015年，同时纳入2020年刚刚评选出炉的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结果，假定

其评选时间为2017年，若重新检验研究假设后结果依然存在，说明外地企业在当地所进行的跨

区域投资并非受“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影响，而是其他未观测因素所导致。重新检验后结果

 

表 3    单变量检验

变量名
非全国文明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

均值差异
样本量 均值 样本量 均值

Crosubnum 8 600 1.231 21 574 1.402 −0.171***

Size 8 600 23.22 21 574 23.04 0.183***
ROA 8 600 0.046 21 574 0.046 0.000
LEV 8 600 0.526 21 574 0.497 0.029***

FCF 8 600 0.039 21 574 0.036 0.003***

DUAL 8 600 0.252 21 574 0.274 −0.022***

SHRCR1 8 600 36.01 21 574 35.64 0.369*

SHRZ 8 600 8.765 21 574 8.050 0.715***
SOE 8 600 0.353 21 574 0.346 0.007

ListYears 8 600 9.490 21 574 9.453 0.037
DIST 8 600 6.817 21 574 6.735 0.082***

Market 8 600 6.473 21 574 7.771 −1.297***

PERGDP 8 600 10.55 21 574 11.34 −0.791***

　　注：*p<0.1，**p<0.05，***p<0.01。
 

表 4    全国文明城市与企业跨区域投资

Crosubnum

Civilized
0.058***

（0.018）
控制变量 Yes

公司、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Yes
N 30 174

adj.R2 0.140
　　注：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在城市层面的聚类
标准误差值；*、**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
著水平；固定效应包含公司、年份与城市；N、adj.R2分
别指代模型回归过程中的样本量以及拟合优度（调
整的可决系数）。下表同。

 ①篇幅所限未列示随机选择下Civilized系数对应t值分布图，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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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5所示，根据全样本回归结果发现

Civilized系数不显著，由此说明企业的跨

区域投资行为的确受到来自“全国文明城

市”评选结果的影响，本文结论稳健。

2.平行趋势检验

由于“全国文明城市”分期评选，本文

研究模型采用的是多期DID方法，不能像

传统DID模型以单一时间节点进行平行趋势观测，需要为各城市设置入选全国文明城市的相

对时间值虚拟变量，具体而言，在使用双重差分法之前，应先确定处理组和控制组。本文选取获

评全国文明城市的样本作为处理组，从未获评全国文明城市的样本城市作为控制组，进而构造

公式（2）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Crosubnumi, j,t = αi, j,t +β1 pre_3 j,t +β2 pre_2 j,t +β3current j,t +β5 post_1 j,t

+β6 post_2 j,t +β7 post_3 j,t +µi+λt + θ j+εi, j,t
（2）

考虑到“全国文明城市”评选间隔时间

约三年，因此动态效应检验模型中的年份

虚拟变量分别设置为各城市获选“全国文

明城市”的前后三年，进而生成年份虚拟变

量与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包括前三

年（pre_1、pre_2与pre_3）、当年（currentj,t）

与后三年（post_1、post_2与post_3），将这些

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交互项系

数反映的就是特定年份处理组和控制组之

间的差异。此外，为消除模型中的完全共线

性问题，本文选择前一期（pre_1）作为基准

组从回归模型中剔除。实证结果如图2所
示，获评“全国文明城市”的前三年回归系

数的每一期的置信区间均包含0，说明处理

组与控制组样本在新设子公司数量方面无

明显差异，符合平行趋势假定，而在获评全国文明城市以后，各期系数的置信区间均显著为正，

且呈逐渐提升的态势。因此，可以认为“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制度的多期DID模型满足平行趋势

条件。

3.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

由于“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制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实验，其结果可能存在样本选择

性偏差问题（白俊红等，2022）。因此本文根据城市经济发展水平（PERGDP，人均GDP）、基础设

施完善程度（CTRoad，城市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教育支出水平（EDUPOUT，教育支出占城

市财政总支出比重）、政府行政效率（APBureau，是否设立行政审批中心），通过1:1有放回的最

近邻匹配法为所有全国文明城市寻找满足共同支撑条件且从未入选“全国文明城市”的城市样

本作为最优对照组，匹配结果显示处理组和对照组的绝大多数样本都在共同取值范围内，同时

根据PSM方法下的政策组和对照组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图可以看出，匹配前后两条核密度曲线

偏差较大，但匹配后均值线之间的距离缩短，两条曲线更加接近，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表 5    全国文明城市与企业跨区域投资

Crosubnum

Civilized −0.038
（0.025）

控制变量 Yes
公司、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Yes

N 31 116
adj.R2 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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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图中圆点为估计系数，垂直虚线为估计系数

95%的置信区间。由于以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前一期作
为基准组，因此没有−1期的数据。

图 2    全国文明城市对企业新设子公司数量

影响的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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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方法产生了降低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处理效果①。

进而在模型（1）的基础上利用新生成

的面板数据再次回归。实证结果如表6所
示，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仍显著提升当地

新设子公司数量，证明本文结论稳健。

4.评估处理效应的异质性问题

基于传统多期DID在估计不同时点的

处理效应上可能存在异质性问题，使得模

型回归得到的处理效既取决于各组（或不同期间）的处理效应，又取决于各组被赋予的权重，因

此综合处理效应可能存在估计偏误，参考白俊红等（2022），我们构造了以下模型（3）以估计模

型回归所得到中的真实系数βreal。

βreal = E(
∑

( j,t):D j,t=1W j,tβ j,t) （3）

其中，βj,t与Wj,t分别为第j个城市获评成为文明城市第t年的处理效应以及处理效应的相应权重

（该权重可能是正数，也可能为负数，但总体加权之和为1）。
本文采用Stata软件的twowayfeweights命令对多期DID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处理效应

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在所有778个权重中，有720个权重为正，另有58个权重为负，度量

估计量在异质性处理效应下稳健性的两个指标分别为1.4与12，均远大于0，表明异质性处理效

应对本文的估计结果并无实质性影响，本文多期DID模型回归结果较为可靠。

5.排除同期其他城市创建活动的干扰

在本文样本期间内（2008—2018年），除“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外，国家还提出了其他相关城

市发展政策，包括“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以及“全国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为
剔除其他城市发展政策对企业跨区域投资布局的影响，本文手工搜集整理国家创新型城市和

全国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数据，并构造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加以控制。数据显示，截

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61个城市获批为国家创新试点城市（白俊红等，2022），43个全国创建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②。因此，在主回归模型中，本文依次加入“国家创新型城市”
（CREDIT）以及“全国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INNCITY）这两项政策实施的年份虚

拟变量，其中变量CREDIT与INNCITY分别指代样本城市是否获评成为“全国创建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示范城市”与“国家创新型城市”，若入选则当年及后续年份均赋值为1，否则为0。实证结

果如表7所示，在控制其他相关城市发展政策后，入选“全国文明城市”显著提升了当地新设子

公司数量，本文结论依旧稳健。

6.其他稳健性检验③

基于我国“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制度设计，文明城市大约三年评选一次，同时会对前期已获

得该荣誉的城市进行复查，通过复查的城市可继续保留荣誉称号，但若未通过复审，该称号则

会被撤销。因此，本文进一步将“全国文明城市”复审结果纳入解释变量构造过程，如全国文明

城市j在t年未通过复审，则从t年开始至下一轮复审前均赋值为0，若下一轮重获该称号则重新

赋值为1，否则为0。另外，参考曹春方等（2015），本文进一步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在某城市

 

表 6    PSM-DID：全国文明城市与企业跨区域投资

Crosubnum
Civilized 0.054*

（0.029）
控制变量 Yes

公司、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Yes
N 10 658

adj.R2 0.065

 ①篇幅所限未列示，留存备索。
 ②2015年11个：沈阳、青岛、南京、无锡、宿迁、杭州、温州、义乌、合肥、芜湖、成都；2016年32个：海淀区、呼和浩特、乌海、大连、鞍山、辽阳、

绥芬河、浦东新区、嘉定区、苏州、台州、安庆、淮北、福州、厦门、莆田、潍坊、威海、德州、荣成、郑州、南阳、武汉、咸宁、宜昌、黄石、广州、深圳、珠
海、汕头、惠州、泸州，根据研究需求，本文剔除了直辖市下辖区。

 ③篇幅所限，未列示该部分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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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子公司数量占其当年总体新增子公司比例（Crosubrate），重新检验研究假设后解释变量

Civilized系数均显著为正，进一步证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明显提升了企业前来投资兴业的意愿。
 
 

表 7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全国文明城市与企业跨区域投资

Crosubnum Crosubnum
Civilized 0.047*** Civilized 0.033*

（0.017） （0.017）
CREDIT 0.152*** INNCITY 0.122**

（0.026） （0.047）
控制变量 Yes 控制变量 Yes

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Yes 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Yes
N 30 174 N 30 174

adj.R2 0.093 adj.R2 0.092
 

 五、  进一步检验

（一）机制检验

1.交通基础设施发展

基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微观经济效应，现有研究认为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有助于降低市场

交易成本与库存成本（陈德球等，2012），提高企业经营运转效率（Shirley和Winston，2004；李涵

和黎志刚，2009；李涵和唐丽淼，2015），提升服务业分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高翔等，2015）。因
此，城市交通便捷程度以及基础设施是否完善是影响企业投资意愿的重要因素（马光荣等，

2020）。通过设计以下模型检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程度是否构成全国文明城市吸引企业投

资的中介机制。

CTRoad j,t/CT Bus j,t/CTTaxi j,t = β0+β1Civilized j,t +β
∑

Controlsi, j,t +εi, j,t （4）

Crosubnumi, j,t = ϕ0+φ1Civilized j,t +φ2CTRoad j,t/CT Bus j,t/CTTaxi j,t

+φ
∑

Controlsi, j,t +εi, j,t

（5）

在模型（4）中，CTRoad代表城市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CTBus代表的是城市年末实有公

共汽（电）车营运车辆数，CTTaxi反映该城市年末实有出租汽车数，对这三个指标均采用取对数

的方式加以衡量，回归结果如表8中第（1）（3）（5）列所示，显然由Civilized系数可判断全国文明

城市的评选有效促进了当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提升，进一步通过模型（5）回归得到如

表8中第（2）（4）（6）列所示结果，除中介变量CTRoad/CTBus/CTTaxi的系数显著为正外，即城市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资，双重差分模型中Civilized系数显著性、大小与表4
中主回归结果相比均明显降低，因此可以判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CTRoad/CTBus/CTTaxi）
对全国文明城市吸引企业投资起到了有效中介作用。

2.政府行政效率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营商环境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活力与投资动力（于文超和梁平汉，2019；
张璠等，2022），良好的政府治理能力会降低企业寻租动机与代理成本，从而直接影响企业投资

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陈德球等，2012）。因此政府部门的行政改革，尤其是《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要求政府部门持续“放管服”背景下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能有效促进“清、亲”政商关系的形

成，从而改善当地营商环境，成为影响企业投资选择与决策的重要因素（夏后学等，2019）。如果

当地营商环境尚待提升（政府行政效率较低），则企业缺乏足够投资动力，当地新设子公司数量

相对较低，此时全国文明城市评选通过提升党政机关勤政高效程度（设立政府部门集中办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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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式”服务中心），由此对企业投资行为

产生直观的激励作用，从而明显提升当地

新设子公司数量。反之，如果当地营商环境

较高（政府行政效率高），此时全国文明城

市评选带来的营商环境改善空间较小，通

过营商环境改善实现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激

励作用相对有限。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全

国文明城市的评选是否能改善地方政府行

政效率，从而吸引更多企业前来投资。参考

王永进和冯笑（2018）、廖福崇（2020），根据

地方政府是否设立行政审批中心来衡量地

方营商环境，进而在模型（1）的基础上通过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Civilized系数表明全

国文明城市的投资吸引效应在营商环境改善空间较大的城市（未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比

在营商环境本身较高的城市高出3.92%①，且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说明获评“全国文明城

市”有利于改善当地营商环境，增强对企业投资的吸引力。

3.地区劳动力素质

劳动力素质会通过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组织成本以及价值创造能力决定企业经

济效益（Lichtenberg，1995；Black和Lynch，2001；周末等，2017；何小钢等，2019），就业市场中的

劳动者素质不均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因此，地区劳动力素质成为影响企业经营投资决策的重

要因素。翁杰和郭天航（2014）利用山东省泰安市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就业的调查数据研究

后认为政府通过技能培训与职业教育等方式在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角色。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以劳动力素质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通过将其替换模型（4）与模型

（5）中的中介变量，其中劳动力素质变量采用城市拥有的高等学校与职业技术院校数量

（LaborEdu）以及高等学校与职业技术院校在校生数量（Stunum）来衡量②，结果如表10所示，由

第（1）和第（3）列可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有助于提升当地潜在劳动人员的教育水平与综合素

 

表 8    机制一：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发展

（1） （2） （3） （4） （5） （6）
CTRoad Crosubnum CTBus Crosubnum CTTaxi Crosubnum

Civilized
0.515*** 0.024 0.700*** 0.008 0.630*** 0.009
（0.084） （0.017） （0.104） （0.017） （0.101） （0.019）

CTRoad
0.102***

（0.022）

CTBus
0.088***

（0.019）

CTTaxi
0.083***

（0.02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公司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 644 30 174 2 644 30 174 2 644 30 174
adj.R2 0.458 0.144 0.460 0.144 0.343 0.143

 

表 9    机制二：地方政府行政效率

设立行政审批
中心

未设立行政审
批中心

Crosubnum Crosubnum

Civilized
0.044** 0.097**

（0.017） （0.044）
Chi-sq 3.54*
p-value 0.061

控制变量 Yes Yes
公司、年份和城市固

定效应 Yes Yes

N 21 187 8 987
adj.R2 0.105 0.142

 ①计算过程为：0.097/1.353-0.044/1.353=3.92%。
 ②对变量Stunum采用对数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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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具体包括提升了当地高等学校与职业技术院校及其在校生数量，为当地企业提供了数量充

足、素质良好的潜在劳动力。第（2）（4）列中Civilized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系数大小均明显降

低，由此可知劳动力素质在全国文明城市吸引企业投资过程中有效承担了中介作用，即“全国

文明城市”评选提升了当地劳动人员教育水平与综合素质，从而增强对企业前来投资兴业的吸

引力。

（二）调节效应检验

1.地区市场化程度

现有研究认为，市场化进程能够通过

影响地区要素价格以及企业创新活动从而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降低企业边际生产成

本（Rose和Joskow，1990；孙早等，2014；王
保林和张铭慎，2015）。市场化程度越高，企

业经营、投资活动会面临更低的行政干预，

相应经营、投资成本也较低（Eikenberry和
Kluver，2004；李延喜等，2015）。因此本文

进一步考察地区市场化程度是否在全国文

明城市吸引企业投资方面发挥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如表11所示，交乘项系数结果（Civilized×
Market）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全国文明城市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对企业前来投

资的吸引力越高。

2.城市创新活力

事实上，城市创新活力对企业投资存在重要影响（Dougal等，2015；张信东和郝盼盼，

2017），创业环境与创新氛围直接影响企业投资动力（Guerzoni和Raiteri，2015），尤其是城市创

新活力一般通过政府战略引领的方式形成人才集聚效应从而有效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投资活

动（李政和杨思莹，2019），因此本文采用城市j过往三年专利申请数量构造城市创新活力指标，

从而实证检验城市创新活力在全国文明城市吸引企业投资间是否存在调节作用，结果如表12
所示，交乘项（Civilized×CityInn）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从而说明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力

越强，通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吸引企业前来投资的效果越明显，说明创新已经成为当前激发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能，对我国城市综合发展以及通过吸引企业投资达到产业结构调

 

表 10    机制三：地区劳动力素质

高等学校与职业技术院校数量 高等学校与职业技术院校在校生数量
LaborEdu Crosubnum Stunum Crosubnum

Civilized
0.395*** 0.032** 0.661*** 0.026
（0.044） （0.016） （0.063） （0.016）

LaborEdu
0.068***

（0.023）

Stunum
0.054***

（0.01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公司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2 644 30 174 2 644 30 174
adj.R2 0.539 0.142 0.261 0.142

 

表 11    调节因素：地区市场化程度

Crosubnum

Market
−0.025***

（0.008）

Civilized
−0.227***

（0.082）

Civilized×Market
0.040***

（0.012）
控制变量 Yes

公司、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Yes
N 30 174

adj.R2 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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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升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文明城市的产业投资布局

参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修订

〈三次产业划分规定（2012）〉的通知》，

本文将企业所涉及的产业类型划分为第一

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并通过对比分

析全国文明城市吸引三大产业中企业投资

的差异性，从而探究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

动是否影响当地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分

样本检验结果如表13所示，在Panle A中，

创建成为全国文明城市以后，当地新增的第三产业投资明显上升，远远超过了第一产业与第二

产业的投资，因此，全国文明城市对企业新增投资的吸引主要集中于服务业领域，有利于当地

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在Panel B中，本文进一步探究全国文明城市对服务业企业的新增投资

吸引程度是否存在地区①差异，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城市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后对于当地服务业

投资新增与发展具有明显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并不明显。

（四）地区间资源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调整

上文从产业结构层面探讨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不同产业跨区域投资的影响，提升了

服务业企业在全国文明城市进行投资意愿。进一步，本文从空间布局的角度分析“全国文明城

市”的投资吸引在不同区域是否存在差异，根据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按照模型（1）进行分样本

检验后结果如表14所示，很明显东部地区城市在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以后存在显著的投资吸

引效果，而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明显，结合上文结论推测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服务业投资基础

更为成熟，在吸引服务业新增投资过程中相应的配套政策与基础设施更为完善，而中西部地区

更多依赖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部分抵消了“全国文明城市”的投资吸

引与产业升级效应。

 

表 12    调节效应：城市创新活力

Crosubnum

CityInn
0.029***

（0.009）

Civilized
−0.888***

（0.259）

Civilized×CityInn
0.091***

（0.026）
控制变量 Yes

公司、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Yes
N 30 174

adj.R2 0.146

 

表 13    全国文明城市与不同产业企业跨区域投资

Panel A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Crosubnum Crosubnum Crosubnum

Civilized −0.162 0.032* 0.098***

（0.157） （0.016） （0.03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公司、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391 18 441 11 342

adj.R2 0.066 0.026 0.219

Panel B
第三产业：Crosubnum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Civilized
0.112*** 0.071 −0.055
（0.037） （0.072） （0.07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公司、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9 184 1 208 950
adj. R2 0.229 0.071 0.179

 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
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市、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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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与产业资本的空间布局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Crosubnum Crosubnum Crosubnum

Civilized
0.072*** 0.021 −0.022
（0.020） （0.044） （0.03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公司、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22 955 3 964 3 255
adj.R2 0.155 0.032 0.112

 

（五）文明城市的产业经济发展

上文分析强调了“全国文明城市”对企业通过新设子公司的方式进行跨区域投资的吸引力

增强，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的跨区域投资布局明显增多，由此本文进一步检验成为“全国文明

城市”后基础设施与营商环境的改善吸引更多产业投资与发展，能否促进当地城市经济、产业

结构的不断升级与发展，通过设计以下模型（6）、模型（7）验证企业跨区域投资是否构成“全国

文明城市”对当地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机制：

GDPt+1/AIS t+1 = δ0+δ1Civilized j,t +δ
∑

Controlsi, j,t +ε j,t （6）

GDP j,t+1/AIS j,t+1 = φ0+φ1Crosubnumi, j,t +φ2Civilized j,t +φ
∑

Controls j,t +ε j,t （7）

其中，GDP t+1指代城市下一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并取对数值。AIS t+1指代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程

度，采用下一年度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该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越

趋于高级化。同时本文控制了地区市场化程度（Market）与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数

（PERGDP），根据模型（6）与（7）检验后结果如表15所示，由第（1）（2）列中变量Civilized系数结

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相较于未获选文明城市的样本，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后当地GDP次
年显著增长1.707亿元①，第三产业占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相较上一年增长了1.5%。进而由第

（3）（4）列中变量Crosubnum与变量Civilized系数结果发现，在加入企业新设子公司投资作为中

介因子后，文明城市对当地GDP增长影响降至1.514亿元，第三产业占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相

较上一年仅增长0.7%，由此可见异地企业新增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带动文明城市的经济

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
 
 

表 15    企业跨区域投资与全国文明城市的经济发展

（1） （2） （3） （4）
GDPt+1 AIS t+1 GDPt+1 AIS t+1

Crosubnum
0.039*** 0.001***

（0.003） （0.000）

Civilized
0.535*** 0.015*** 0.415*** 0.007***

（0.032） （0.006） （0.013） （0.0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2 633 2 633 30 081 30 081

adj.R2 0.605 0.236 0.754 0.278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作为目前能够反映我国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全国文明城市”已经成为

 ①计算过程为：e0.535=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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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价值的城市品牌。本文研究创建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对地区投资吸引力的影响，并探究其

背后的作用机制。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组织的“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活动为准自然

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后发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有助于城市投资吸引力的提升，

内在机理在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带来了城市营商环境的改善，具体包括当地交通基础设施

的改善、政府部门行政效率与潜在劳动力与消费者素质的提高，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在吸引更

多企业跨区域投资的同时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以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研究后

发现，“全国文明城市”的投资吸引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城市的服务业，促进该地区产业结构的

升级调整，而中西部城市更多依赖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部分抵消了

“全国文明城市”的投资吸引与产业升级效应。

本文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借助智慧经济时代

的“新基建”，包含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以及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产业资本淘汰落后产能

从而实现城市化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目标。首先，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有效处理城市化发展过程中

营商环境改善与产业资本流动带来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成为新时期解决城市化发展问题的重

要方向。其次，如何化解中西部地区依赖产业转移投资与其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求矛

盾。最后，市场分割现象的存在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整合，也阻碍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思考怎样协调政府行政效率提升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基础性作用发挥。

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与升级浪潮中，如何借助“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机遇有效吸引企业投资

兴业的同时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于以下几点能否有效实现：其一，就城市与政府功能

而言，不断扩大内需市场与企业投资动力，转变政府职能，打造面向企业与社会需求的服务型

政府，持续深入推进基于“新基建”发展下的现代城市化发展模式，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配套及

政府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为吸引企业前来投资兴业以及人才落户提供便利服务，逐步提升城

市品牌效应与软实力。其二，就区域与产业发展而言，中西部城市应投入更多政策与资源鼓励

科技创新，激发城市创新活力，为吸引更多高新技术企业投资提供有力支撑。根据城市区位及

经济结构精准定位，顺应产业转移趋势与经济发展规律，合理利用“全国文明城市”这一城市品

牌有效发挥其资源集聚效应，同时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在提升城市产业附加

值与供应链技术含量的同时逐步淘汰落后产能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在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基

础上有效利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机遇，以点带面逐步实现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过程。其

三，从企业生产与人民生活的角度，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契机，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投

入，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品质与劳动力素质，为企业生产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动力，增强人民获

得感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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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aking the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campaign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studies whether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campaign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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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 the attraction of cross-regional investment. By constructing the DID model, it is found that:
(1) The title of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attraction of corporate cross-
regional investment,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local new
subsidiaries. (2)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orporate cross-regional investment lies in the improvemen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after winning the title of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which is specifically
reflect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government efficiency, and human capital.
(3) The investment attraction effect of national civilized cities is more obvious in cities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and innovation vitality.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based on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multi-point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campaign on corporate
cross-regional investment, it effectively tests the microeconomic impact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reg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which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explaining the location choice of corporate
investment. Seco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lacks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the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campaign on corporate cross-regional investment, while this paper us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effectively explain the internal logic of corporate cross-
regional investment, which provides microscopic evidence from China. Third,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choose the path of urbanization and how
industrial capital flows across regions. In addition to making full use of policy advantages, different
regions ne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to form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guide reasonable and orderly flow and layout of industrial capital.The possible
limita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causal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clarified.
Although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possible endogenous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and they have passed
the robustness test, how to select convinc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further verif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is still a problem worthy of discuss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business environment;  nonlocal subsidiaries;  cross-
regional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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